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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提出“反思”的问题
提出中国史学上的“反思”问题，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偶然因素: 从史学发展来说，也可以看

作是一个必然趋势。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有青年朋友提出这样的论点: 中国史学长于记
述，是“记述史学”，而缺乏理论，甚至没有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由于我自己
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读研究生时，是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因此难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发达
的中国史学，怎么会没有理论呢? 但是，要说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特点? 这些，我在当时还不能作出具体的回答。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用“反思”这个
思路来反映中国史学上的几次重要的进展，或许可以勾勒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史

学理论方面的发展规律。基于这些想法，我提出了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见解。这就是我说的偶
然机会的大致情况。
为什么说中国史学上的反思又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了一阵子，到了五十年代就变得沉寂
了。六十年代初，在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鼓舞下，出现了再次活跃的势头，但不久“文革”开始，又
沉寂下去了。“文革“结束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开始出现生机。可以说，几十年中，断断续续，
时起时伏，人们在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充分的研究和足够的积累来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第二，20
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大量的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被引进国门，如克罗齐的《历史
学的理论和实际》、卡尔的《什么是历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热切关
注。相比之下，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上似乎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第三，当人们
在“熟读”西方史学的理论著作时，不由自主地以 19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古
代史学的发展，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元素。当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在不自觉的情
况下产生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正确的。正是由于这几个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究，从而作出自己的说明。这些，就是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背景和特点
中国史学上的反思，是在中国史学有了很大发展和很多积累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两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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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司马迁和班固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时复杂、动荡的政治形
势和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出现了多途发展的局面，史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历史著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增多了。到了唐初贞观年间，设馆修史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先后撰成
《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晋书》，以及《南史》、《北史》，当朝实录、国史也在
撰述中，还有杂史、家传、传记、谱牒等。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史学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
一方面史学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和问题。这种客观存在，激发了史学家的思考，加之现实的
历史撰述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说: “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
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①刘知几认为，当时史馆“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
以至于把修史活动的种种障碍概括为“五不可”②。这使史学家对于这种思考达到了必须作出总结
和说明的程度。于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落在了曾经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担任史官的刘
知几身上。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刘知几是开中国史学反思之先河的史学家。
刘知几对中国史学的反思，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中国

史学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这部书，对唐初以前的史学从历史编纂上作
了全面的总结，涉及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态度和历史撰述方法的许多问题，既概括了成功的经验，也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思路开阔、语言犀利，是《史通》的鲜明风格。
中国史学上的第二次反思出现于清代前期。其学术背景是，在刘知几之后史学经历了中晚唐、

两宋、辽金、元明和清代前期的发展，成果积累和思想积累更加丰富，提出的问题更加深刻，又有
《史通》作为反思的前驱，于是出现了章学诚对史学的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点，是产生了一部
有系统、有深度的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文史通义》讨论文与史的理论问题，而以讨论史学
的理论问题为主。这部著作继承了刘知几的自觉反思的批判精神而又发展了这种精神，它主要是
从史学家的历史撰述思想对以往史学作了总结，并着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

见解的认识，从而把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的层面。可以认为，《文史通义》一
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峰。
中国史学上的第三次反思出现在清代末年，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清代后期从 1840 年开

始，中国备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了 20 世纪初，更是
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出于救亡图存的目
的，加强了对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一方面是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

想，作为改良政治的思想武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激发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审视和
批判，于是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史界革命”的主张，形成了第三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主要特
点，是产生了梁启超所撰写的《新史学》为标志“史界革命”的“宣言”。《新史学》以历史进化论为
武器，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提出革除“君史”、撰写“民史”的主张，强调历史撰述应写
出人群进化的过程及其公理公例，否则不是好的史学家。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在 20 世
纪的前三四十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上的第四次反思出现于 20 世纪二十年代，它同第三次反思有紧密的交叉，但它们在

性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变动剧烈，历史步伐也大大加快了。随着辛亥革命
的爆发、清皇朝统治的结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史学家们进一步开
阔了视野，理论思考进一步加深，一部分史学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李守常( 大钊) 于 1924 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参考了当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唯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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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自叙》，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0 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 10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169 － 3170 页。



观指导下，阐述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从理
论上和方法论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学科建设的
自觉意识，成为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发展道路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出现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是，20 世纪七十

年代末，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意识形态
领域则是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其时代特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
动乱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从“万马齐喑”的状态一下子活跃起来，几乎每一个学科或学术领
域都在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一般来说，思考的核心问题有两个重点:一是“四人帮”对这个学科
或学术领域的干扰和破坏，二是这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在“文革”前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这是两
个性质不同的重点，前者是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清算，后者主要是关于学术上的正确与偏颇

的检讨。这样一个严肃的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历史局面，是以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其起点，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自尊、真诚、信念和热情。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就是在这样的
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这次反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可以看作是
学术群体的反思;第二，它以重新学习和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目标;第三，它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如侯外庐、尹达、刘
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反思的重大意义，是使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当今史学多元发展的形势下，继续居于史学的主流地位，并创造出新的成就。
以上是讲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梗概，下面我们着重讲这五次反思的标志性著作及其理论

意义。

三、中国史学上五次反思的理论意义
中国史学上的这五次反思，都以其突出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 一) 关于《史通》的理论成就
刘知几《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

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
通》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
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批评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十篇为“外篇”，论述史
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刘知几撰《史通》的旨趣，是
“商榷史篇”，“辨其指归”，而且“多讥往哲，喜述前非。”①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
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

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
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几认为: “采二家之所
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
“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
无缺”②。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
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刘知几认为，博闻、善择是撰史者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史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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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史通》原序及《自叙》篇。
按:刘知几《史通·书事》篇引荀悦之论，见荀悦《汉纪·高祖皇帝纪》，中华书局《两汉纪》本，2002 年版，第 1 页。刘知几引
干宝解释荀悦“五志”之语，出处未祥。



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
刘知几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
事”的弊病。他告诫撰史之人:“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迷理，街谈巷议之损实”; “异辞疑事，学者宜善
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和善于辨别真伪虚实的能力，这是刘知几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以精辟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

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 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是指史书体例本是
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表现形式。刘知几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
体例思想;而他本人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
述》等篇，对史书体裁作了总体上的把握，并详尽地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史通·叙事》篇较早从史学的审美意识提

出了这个问题，刘知几写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
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同时主张“用晦”，认为“夫能
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诲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
述应采用“当时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蒹赋
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
第五，关于史家作史的道德规范。《直书》、《曲笔》两篇提出了“直书”、“曲笔”两个范畴，并作

了理论上的说明，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君子之德”和“小人之道”在史学上的反映。从刘知几所
揭示出来的“直书”与“曲笔”对立的种种情况，说明它们的出现不仅有撰史者个人德行的迥异，也
有社会的原因，如皇朝的更替、政权的对峙、等级的界限、民族的隔阂等。刘知几认为，直书才有
“实录”，曲笔导致“诬书”，它们的对立从根本上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和命运。
第六，关于史学的功用。《史通》一书讲到史学功用的地方很多，如《直书》、《曲笔》、《自叙》、

《史官建置》等。《辨职》篇尤为集中，提出了史学功用的三种情况:“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 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
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
哉?”刘知几对这三种情况的划分，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史学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他在《史官建置》
篇中阐述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道理:由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人们才能了解历史，认识历史，
看清善恶是非，才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由此可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
务，为国家之要道。”这就道出了史学功用的广泛的和重要的社会意义。
以上这几个方面，是从史学工作的内在逻辑联系分析了《史通》一书所提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

体系;尽管《史通》本身不是按照这个体系来编次的，但这个体系却包含在全书当中。它标志着中
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同这个理论体系相表里的，是刘知几的
“史才三长”说。他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即“史才三长”这三个范畴，阐释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
间的联系①，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精神境界新的升华。从上引刘知几强调“君子之德”来
看，他的“史才三长”说是包含了为史之德的。从整体来看，刘知几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所达到的高
度，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 ( 710 ) ，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无与伦
比的。
( 二) 关于《文史通义》的理论成就
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清代章学诚。他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在

史学理论上有重大建树，其中也有论及历史理论的名篇( 如《文史通义》中的《原道》三篇) 。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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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 102《刘子玄传》，第 3173 页。



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发展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
皆史”的论点①，这是继《隋书·经籍志》确立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的经史分途格局之后，进而以史
学来说明经书的新认识，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第二，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
而重于“史意”的探索。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
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②简要
地说，“史法”是探讨历史撰述的形式和内容，“史意”是探讨历史撰述的思想。刘、章的联系和区
别，继承和发展，即在于此。章学诚用“不相入也”来表明二者的关系，显然是过于绝对了。第三，
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为史学的两大宗门。他说: “记注欲往事之不
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③“记注”与“撰述”，亦可从“史法”
与“史意”中得到说明。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这一说法，是从历史的主体即人自身的自觉要求
来看待史学的社会功用，这就是:人们要总结历史经验即“欲往事之不忘”而必有“记注”，人们对未
来的期待即“欲来者之兴起”而需要“撰述”，这是知识和思想的结合。这跟刘知几讲史学的社会功
用是从史学的主体即史官着眼，有所不同。第四，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相互转化、发
展的辩证法则。他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从“《尚书》园而神”
一直讲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出现，并说:“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④他的
这些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但这种发展变化也是同社会的要求和
史家的创造分不开的。第五，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所具有的六便、二长、三弊，建立了中国古
代史学的通史编纂理论。⑤ 第六，提出了“史德一心术”论，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把关于
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⑥ 第七，提出了“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文史批评
的方法论原则。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
以遽论其文也。”⑦这是关于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第八，总结了史书表述在审美方面的理论，提出
了“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⑧等文字表述的原则。第
九，提倡“别识心裁”、“独断之学”的继承、创新精神，强调在认识前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
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此谓之“心裁别识，家学具存”。⑨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原道》篇结合社会发展总结
了历史文献发展的规律，《宗刘》以下诸篇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总结了古代历史文献的成就。
总的来看，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学得失的过程中，继承、发展了前人的一些重要见解，其主

旨多在于他说的“史意”，极具启发性，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和终结的标志。
( 三) 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成就
1902 年，梁启超继上一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著名
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构想，后者着力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
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是近代史学家批判古代史学，为
“新史学”开辟道路的标志。
梁启超的《新史学》，讨论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史学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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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 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 页。
《文史通义·书教下》，叶瑛校注本，第 49 页。
《文史通义·书教下》，叶瑛校注本，第 51 页。
参见《文史通义·释通》。
参见《文史通义·史德》及《言公》、《质性》。
《文史通义·文德》，叶瑛校注本，第 278 － 279 页。
《文史通义·文理》，叶瑛校注本，第 286 页。
参见《文史通义·申郑》、《答客问上》。



学”的关系，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等史学上的重要问题。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
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理论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
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这些新
的理论，在 20 世纪初至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史学”事实上成为 20 世纪史学发展
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有必要重点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在当时看来

具有突破“旧史学”藩篱的意义，是“新史学”的宣言书，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若作认真分
析，他的批评却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三恶果”。所
谓“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
知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
创作”。所谓“三恶果”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他的这些概括，大多有过激之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应作具体分析，不应把它作为合理的

结论而加以引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这种对“旧史学”过激的批评，本出于救国心切。
他在讲了“四蔽”、“二病”、“三恶果”之后这样写道: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乎? 则本国史学一科，实

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
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所以不应对他的过激的言论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
我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这一段文字中，提出了对“新史学”的

设想。对此，他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三层
意思是逐渐递进的，先说一般的历史现象，继而说“人群”进化的现象，最后说到人群进化现象的
“公理公例”。他把这个“公理公例”也称为“历史哲学”，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也是衡量“良史”的标准。他这样写道: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
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孽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
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
史乎! 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②

这些话，足以反映出一个史学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心声。
( 四) 关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理论成就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
简意赅，具有理论上的深刻与实践上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是: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

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
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
以感受、体验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人们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
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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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 页。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 11 页。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
“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 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
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
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①。李大钊对历史学所作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
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
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
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李大钊所构建的“历史学的系统”，以恢宏

的视野来观察历史学的内涵和外延，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个创举。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

他指出，由于“诸哲”的先后努力，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
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②。这是从反映当时世界范围的史学思潮来说的，
李大钊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评论是会有所改变的。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涉及二十多

门学科。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跟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
和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作了深刻而又精

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断是: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
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

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③ 第二，现代
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

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
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
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
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
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
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

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④。
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
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

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

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
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油然而
起了”⑤。不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就在于它的潜移默化
的巨大作用。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 20 世纪中国史学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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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65 页。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389 页。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06 页。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08 － 409 页。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第 409 － 410 页。



首先，《史学要论》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它明确地、系统地阐
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关于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学? 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必须

弄清楚的问题。他如关于历史观问题、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学的系统问题、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史学对于人们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的影响等，它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就其系统性和深
刻性来说，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之一。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
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
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①

( 五) 第五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及其重大意义

前面讲到，第五次反思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表现为群体形式的反思。其中，以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有关论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结合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和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史学界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都有专

门的论述，收在他们各自的论集之中。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面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经验、教训。
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革命工作具有深刻的意义。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尤其是 1961 年
全国文科教材会以后的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

文科教材会议后，中国通史及参考资料、世界通史及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
著选等一些历史学科方面的 教材相继出版，显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历史系教学领

域的新进 展。文科教材会议还推动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许多新的史学课题越 来越
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例如，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革命史、断代史、国别史、经济史、
文学史等，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总的来看，建国后十七年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巨大的。但是，

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全面地认识和处理政治与业务的相互关 系，因而不免在工作上出现某些

偏差。
这就是说，既要看到“成就是巨大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工作上出现某些偏差”，这里，所要认真总
结的是“成就”与“偏差”的关系。关于“文革”的教训，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
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罗织别人罪名，造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大

破坏。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严峻的历史考验。②

以上是从解放以前、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以及“十年动乱”三个阶段作了总结。由此可
见，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有宏伟的成就，也曾走过一些弯路，还遭受到严重破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历史教训问题，尹达指出: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

中，“由于客观的、主观的种种因素，在运用中往往会出现片面性、主观性，以至于失误。在革命实
践中，在学术研究中，这是难免的事。”③他认为，我们决不能因为曾经片面运用或误用马克思主义，
曾经有人破坏马克思主义而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坚持唯物史观。尹达指出: “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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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 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0 页。
以上所引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8、359 页。
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尹达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4 页。



‘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观察历史，既包括唯物主义，又包括辩证法，还
包含发展学说。但是，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讲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一条，关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等等，仿佛

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了，于是，只谈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不
谈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说起破坏作用，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乃至
停滞不前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某一个时
期，或针对问题，强调其中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这样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肢解开，各

取所需，甚至不惜歪曲、阉割，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必然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完整地、准确地、系统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从事历史研
究，十分重要。我们不要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一定要学会完整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保证我们的
史学研究坚持正确的方向，取得科学成果。”①

尹达的话，讲得比较激烈，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确是反思中应引起关注的。对于坚持唯物史
观的重要性，白寿彝从历史理论的角度作了概括。他指出: “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
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②他还着重阐述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 一是“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三是“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
性”③。
刘大年就坚持唯物史观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指出:

事物的存在、运转是有条件的，不能什么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要同一切不赞成马克
思主义的研究者讨论问题。要排除宗派主义，反对门户之见。不要怕对立面的反驳，应该欢迎
反驳。一反驳就垮了，这说明你的观点本来与真理相悖谬或者似是而非，应该垮掉;驳不倒，则
说明你的观点似非而是或者部分地站得住脚，有益于自己继续追求下去。要承认人对事物的
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越是复杂的事物，认识需要的过程可能就越长。人的认识又是有矛盾有
反复的，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以看得太单一。④

这是一种冷静的、理性的和充满自信的反思。
尚钺更是充满激情地写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认真研究。我希望史学园地百花盛开。
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⑤

所有这些话，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真诚信念和学术热情，读来使人深为敬佩。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样进一步发展中国史学。对此，侯外庐始终认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

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奋斗目标，那就是: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

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
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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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尹达:《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郑州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见《尹达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版，第 383 － 384 页。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 页。
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 － 19 页。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见《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 页。
尚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见《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 页。



但却心向往之。
他联系历史上的教训，进一步指出:

“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效仿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
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
以为然，在 40 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
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①

从 20 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侯外庐始终坚持这一见解，可见他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这
篇写成于 1982 年、修定于 1986 年的《自序》文稿，真可谓一篇世纪的反思了，而作者的民族精神和
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则洋溢在字里行间。
白寿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些设想包含这样几个方

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
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
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并做出成绩来，才谈得上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白寿彝满怀史学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语重心长地说道:

我们今天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提出来请同志们指教。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
主义史学，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东西来。我们国家的历史最长，史学一向是
最发达的，现在不应该落后，应该大步往前走。为了往前走，好多个现实摆在面前，需要我们认
识，没有认识就无法前进。②

这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
要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才能使中国史学不断前进。
刘大年从历史渊源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在晚年写成的一篇鸿文

《评近代经学》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

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尽管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
生于相隔遥远的历史时代，属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但
中国古代典籍复杂多样，其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一向是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它的形式是
中国传统的。③

刘大年所得到的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心。
中国史学上的第五次反思，从本质上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反省。这次反思在更大

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史学的未来。1988 年，刘大年为纪念侯外庐而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视为他以
深邃的历史眼光对这次反思作了总结。他这样写道: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历史教学、研究者中，有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或侯外庐
叫做“四大家族”的;有称郭、范、侯、翦、吕为“五老”的，如今五老都不在世了。我想可以说，这
大概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他们那一代人为推进时代前
进，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做完了时代交给的答卷。他们是应当受到我们尊敬的。世界历史
潮流不断发展前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发展前进。这要求我们做好
许多工作。了解先驱们的成就，吸收他们留下的遗产，是那些工作中的一个部分。只要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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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均见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 页。
白寿彝:《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7、321 页。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见《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7 页。



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表现出了巨大生命力的，那么，现在和今

后，按照新的条件，坚持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是长青的。先驱者们的工作不会一旦
遭到白眼而速朽。①

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几位史学家也都已经辞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前辈们
的这些反思，是不会白费的。他们的反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同样会产生积极的
效果，推动中国史学继续前进。

四、简短的小结
最后，我还要说明几点。
第一，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都不应视为史学家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因为每一次反思，一

方面都有时代的原因所促成，换言之，史学家的反思都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时代及面临的问题;另

一方面又都是史学发展上的积累和要求，尤其是思想上、理论上的积累和要求。总之，每一次反思，
都是时代和史学共同促成的，因而都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二、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所产生的影响，有的表现得很迅速、很明显，如梁启超的《新史

学》为代表的第三次反思;而有些反思却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人们充分理解并予以接受，成为史
学发展的新的内在动力。这或许是一个规律。
第三，史学上的反思之所以能够推动史学的发展，是因为每一次反思都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面

世。从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新史学》、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直到
侯外庐、尹达、刘大年、白寿彝、尚钺等老一辈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述，都在他们所处
时代之史学的理论成就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史学有自我反思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史学之树能够常青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附记】
1986 年 7 月，我应邀在参加一次全国性的青年朋友举办的史学研讨会上，与青年史学工
作者“对话”时，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其中提出了中国史学上存在“五次反思”的问题，意在表明
中国史学是有自身的理论的。同年出版的《历史教学》杂志第 11 期上刊登了这次研讨会的报
道，其中也包含我关于“五次反思”的发言。此后，有七八种报刊从上述报道中摘取了有关“五
次反思”的内容予以发表，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在此之后的 20 年中，我没有机会再进一步阐
述关于“五次反思”的问题。2007 年 4 月 15 日，应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邀请，我作了“中
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的学术讲演，事后听主持人说，任继愈馆长当时坐在后排，自始至终听
了这次讲演，这使我十分感动。今应《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要求，将此次讲演稿略作文字上
的订正，予以发表。本文在观点上和表述上倘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5 年 1 月 26 日

(责任编辑 易 宁 董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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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见《刘大年集》，第 302 页。


